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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至1961年，中國大陸各地普遍發生了糧食供應緊張，甚至是人口死亡

的事件。這段時期往往被大陸學者稱為「三年困難時期」，而被港台及國外學者

稱為「大饑荒」時期。較之於對這次饑荒的起因及死亡人數的研究，對於在這段

時間內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層幹部，目前的討論還顯得比較少1。

對於毛澤東時代基層幹部的角色，目前大致有兩種思路。一種以許慧文

（Vivienne Shue）為代表，強調基層幹部使國家政策「地方化」。儘管只能在國家

政策的邊緣地帶起作用，但是「地方化」可以使地方利益的損失「最小化」2。另一

種以蕭鳳霞為代表，在承認基層幹部維護地方利益的同時，指出這種維護是極

其微弱的，從根本上不能改變國家政策在地方的推行3。

這兩種思路的共同缺陷，在於試圖以一種恆定的模式去概括一個較長時期

的歷史狀況，而沒有意識到基層幹部角色的側重點在不同時期的差異。正如本

文所展示的，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當中，基層幹部角色扮演的側重點經歷了

三種轉變；另一個缺陷在於雖然看到了基層幹部作為一個獨立、特殊群體的存

在，但是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基層幹部並非只是在國家「代理人」和地方「代言

人」之間搖擺，他們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當饑荒蔓延、社會失序時，基層幹部這

種「雙重」身份都遭到削弱，而其維護自身利益的傾向則得到加強。

本文以地方檔案為基礎，輔以地方志和實地訪談材料，以河南省商水縣固

牆人民公社為個案，探討基層幹部在這次饑荒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4。

就討論的時間範圍來看，本文把時間限定為1959至1961年。它不僅與「大饑荒」

的延續時間相吻合，還提供了基層幹部一個完整的角色轉換過程。我們將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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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到，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角下考察基層幹部角色的扮演，會給我們的理解帶

來很大便利5。

一　地方利益的捍)者

1959年是大躍進正式開始的第二個年頭。自人民公社成立後，全國上下颳

起了一股「共產風」。毛澤東把這股「共產風」總結為三條：窮富拉平、積累太多

和豬雞鴨無償歸社。毛並認為這種「共產風」導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卻幾乎普

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他們的產品。」由此，毛批評

了公社化過程中出現的平均主義傾向和過份集中原則6。事實上，1959年1至

2月，河南東部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浮腫病和

餓死人的現象。開封地區的統計顯示，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各種病患者

33萬人（近半數為浮腫病），死亡者達1.6萬多人，外流人口達7萬多人7。

在基層社會的壓力下，商水縣各公社基層幹部分別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對

上級政策進行了一些抵制。這種抵制首先表現在與基層群眾生活關係最為密切

的公共食堂上。固牆人民公社的許寨生產隊共有84戶社員。1959年春，工作隊

領導為改善社員生活，把全隊的公共食堂分為三個。張坡大隊制訂了六條公共

食堂分散原則：「缺柴散、下雨散、過節散、改善生活散、改良鍋灶散、吃撈麵

條散。」8

國家的糧食徵購政策也受到了抵制。據商水縣委統計，全縣夏秋兩季共私

分、隱瞞糧食達600多萬斤。商水縣巴村公社賈莊大隊的幹部把所收紅芋15,000斤

全部埋在地ä9。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基層幹部盡量少報產量並緩交糧食；拖

欠糧食的做法也很普遍bk。

對大躍進政策的質疑在基層幹部中間也在增加。有人稱：「光說大躍進，糧

食增產了。可是糧食老事（是）緊張，公糧任務完不成，吃糧標準光減少，越弄

越緊。」有位幹部稱：「今年的豆子一麼（畝）地打2斤算啥躍進ä（哩）？」甚至有

人把這一時期的農村生活狀況跟國民黨集中營做比較：「大幹苦幹不如國民黨的

集中營。」有些對農村前途比較憂慮的基層幹部對大躍進的執行提出了警告：

「再大躍進就該埋人了。」 bl

正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指出，拖延、掩飾、虛假順從、誹謗、怠工

等方式是弱勢群體抵抗強權的一般形式bm。雖然大躍進開始以後，基層幹部的權

力有所增加，但這些權力都是以執行國家命令為前提的。而由於基層幹部的權

力來源主要是黨和國家，所以他們並不具備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基礎bn。拖延、欺

騙和非議是他們比較常用的抵抗方式。

針對基層的抵制和地方形勢的惡化，1959年2至3月，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

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和

「共產風」問題。3月，河南省改變方針，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此舉

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毛並把河南的經驗轉發各地參考bo。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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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河南在1958年「邁的步子大了些」bp。這樣，1959年春夏之間，河南省在

全省進行以清理「共產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頓工作。

在這種「糾左」風氣的影響下，商水縣開始了整社運動，全面糾正以前出現

的問題和錯誤。固牆人民公社的第一批算賬結果是：國家、公社、大隊、小隊

共欠社員195,016元。經初步處理，共退還了12,378元。其餘款項決定分期償還

或打了借條bq。

直到1959年8月反右傾運動在商水縣展開時，還是有很多基層幹部對大躍進

和公共食堂政策不滿。8月20日，反右傾運動在商水縣以四級幹部會議的召開為

標誌正式開始。根據會議統計資料，固牆人民公社公社級幹部和各大隊支書

58人中，對反右傾持抵觸或消極態度者有14人，佔總人數的24.14%br；考慮到

會議氣氛，實際人數可能會遠遠高於這一比例。在商水縣全部大隊支書中，有

100人對反右傾持抵觸或消極態度，佔支書總數345人的28.98%，高於公社幹部

對反右傾持抵觸或消極態度人數的比例（19.10%）bs。

二　國家政策的推行者

反右傾運動批判了一批對大躍進和公共食堂政策有所抵制的幹部，中共商

水縣委書記處書記東日新也在「右傾」之列。1959年夏季，商水縣縣長李善歌向

許昌地委傳達增加糧食徵購任務720萬斤的時候，東日新曾表示異議：「地委給

咱要東西多，給咱東西少。」他並因其駐地鄧城公社的徵購任務過重，積極為鄧

城公社擴大返銷糧數量bt。正如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所說：「錯誤地發動

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鬥爭，形成一言堂的局面，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ck反

右傾運動開展以後，商水縣縣級和公社級幹部中對「三面紅旗」政策的異議自此

消失了。

繼部分幹部在四級幹部會議受到批判以後，反右傾作為一種完成徵購任務

的手段在全縣推行。對高徵購或者公共食堂持異議的群眾（也就是所謂的「重點

人」），成了各公社批判的對象。如果以批判「重點人」的範圍（所佔社員比例）來

衡量政治批判的強度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饑荒死亡人口比例與政治批判強度

似乎有密切關係（參見表1）。

表1　巴村、固牆公社批判「重點人」及人口死亡的情況

公社 社員數 批判 佔社員比例 在全縣排名 死亡人口* 佔總人口 在全縣排名

「重點人」數 比例

巴村 46,666 530 1.14% 1 2,707 2.92% 1

固牆 30,397 295 0.97% 2 1,554 2.48% 2

資料來源：〈批判重點人物統計表〉，SS-1-205，頁161；〈中共商水縣委調研組關於巴村公社幹部

作風等幾個問題的調查〉，SS-1-254，頁72-89；〈中共商水縣委調研組關於固牆公社幹部作風幾個

問題的調查〉，SS-1-259，頁153-66。

註：全縣共14個鄉鎮級公社，由於缺少其他公社資料，目前只能進行大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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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幹部。固牆公社黨委副書記、蔡莊管理區負責人李華運於1959年9月上任，

初到伊始即因「右傾」思想受到批判。大概因為這次經歷，其後他竭力避免與「右

傾」沾邊。1959年11月，李華運為了搞副業爭上游、爭第一，召開支書會議規定

任務：「5天拾柴500萬斤，3-4天做 把14,000根，拾大糞160萬斤」，並布置把生

產隊的蔬菜都集中到生產大隊。在李的強大壓力下，其下屬幹部的任何反抗和

異議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參加會議的大小隊幹部如果表示異議將被當場「碰蒜

瓣」cl。

1960年初，飢餓與浮腫病已經在蔡莊管理區蔓延。李華運卻於此時召集該

管理區大隊支書和脫產幹部召開會議，布置徹底收淨社員小鍋。北陳大隊在搜

查小鍋後的幾天當中，輕病號轉重的有86人，死亡26人。同年10月，在饑荒最

為嚴重的時期，李帶領18名所謂「搜查大軍」，在東陳三個隊進行逐戶搜查。搜

查員採取了「翻箱倒櫃、地挖三尺」的辦法，弄得東陳一片哭叫聲。結果他們共

搜走了糧食16,342斤，紅芋21,932斤，此外還有其他物質折款3,690元cm。據統

計，全管理區共搜查1,502戶，佔總戶數的56.3%cn。

在李華運的「照顧」下，蔡莊管理區形成小鍋、箱子、風箱、案板、鐵把、

柴、門、大糞、菜、櫃、紅芋等有名的「十二集中」co。由於李的帶頭，蔡莊全管

理區違法亂紀現象極為嚴重。全管理區共計推碰682人，吊打100餘人，打殘

6人，逼死、逼跑11人cp。

李華運的這些行為，得到了固牆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段秉坤的支持與縱

容。1959年11月在周口開展黨內整風、反右傾運動時，段親自組織所謂「積極份

子」20餘人，對南康達隊支部書記劉清泉和公社黨委委員劉德三進行鬥爭和推

碰。之後，段又在李清萬頭豬場召開了400餘人的黨員大會，親自推打了劉坡大

隊長李天覺和蔡莊大隊長王蘭田等10餘人cq。

1960年1月，固牆公社四個大隊長和兩個大隊支書受到重點批判，分別被給

與嚴重警告和免職處分cr。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大小隊幹部除了服從之外

別無選擇。同年春，固牆公社東拐大隊社員每人每天只有三兩到五兩cs糧食。大

隊會計在向公社報告時還稱：「俺隊的生活沒問題，一天三頓，早起有饃有湯，

上午麵條，晚上稀飯。」東拐大隊七隊會計省登川在固牆開會時，被問及隊ä存

糧數量，他報稱7,000多斤，而實際上這時只有1,000斤。為了應付公社檢查糧

食，省登川組織群眾把雜物放在下面，而在上面放一層蔬菜ct。

為了保護自己、完成上級所給任務，基層幹部在工作中也開始使用暴力。

南嶺大隊寨內生產隊長王西福在其任職的三個月期間，捆4人，打13人，扣押

4人，停夥4戶16人。北陳大隊副支書張克仁為了讓人服從自己，專門訓練了

10多人的打手隊伍，並且有時在開會時隨身攜帶繩子和鞭子，僅1960年3月初被

他吊打的就有15人。北陳社員韓學堂父子二人都被張重打致死。北陳群眾背地

ä稱張為「活閻王」，北陳大隊辦公室也被稱為「閻王殿」dk。正是在這種暴力和威

脅之下，縣ä的徵購任務才得以完成（參見表2）。

從表面上看來，徵購量佔糧食總產量（上報產量）的比例是下降的。但實際

上，1959年徵購量佔實際產量的百分比卻是1958年的近1.5倍。固牆人民公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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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飢餓的威脅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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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隊為完成任務，把大隊ä的糧食交得所剩無幾。大隊群眾在1960年春15天

沒有吃到糧食，每天只能以清湯度日dl。全大隊在1959至1961年間死亡126人，

佔1957年底總人口1,680人的7.50%dm。

三　基層權力的使用者

在飢餓的威脅下，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就顯得具有特殊的價值。商水縣基

層幹部對地方權力的使用首先表現在貪污、多吃多佔（參見表3）。

表2　商水縣1958至1959年糧食產量與徵購數量（單位：萬斤）

年份 實際產量 上報產量 上報產量較實際 徵購數量 徵購量佔 徵購量佔上報

產量多出的倍數 實際產量百分比 產量百分比

1958 35,570 58,822 1.65 6,189 17.40% 10.52%

1959 26,996 68,237 2.53 6,909 25.59% 10.13%

資料來源：商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商水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134；

〈商水縣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和1960年發展國民經濟的意見（草稿）〉，SS-3-81。

表3　固牆人民公社幹部多吃多佔情況統計

幹部 公社幹部 大隊幹部 小隊幹部 總計

多吃多佔人數 45 195 649 889

佔同類幹部比例 80% 37% 81% 67%*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三反整社辦公室：〈關於固牆公社後劉三類隊改造工作的檢查驗收報告〉，

SS-1-257，頁208。
＊表中各項皆檔案中原文。經計算，此項比例所得之總幹部數與分類計算之和有差異，推

測分類統計中有部分下鄉或兼職幹部重複統計。

南康大隊16名大隊幹部中，12人有貪污、多佔行為。該隊大隊支書劉清賢

從1959年到1960年春貪污多佔達730元。該隊會計戚雨炎私自把牲口飼料單據從

2,000斤改為4,000斤，從中貪污50元。胡吉大隊支書張長彬給自己規定基本工資

41元，副支書徐公堂為38元dn。後劉大小隊幹部32人中，有28人貪污、多佔

達2,000多元do。在1961年3月間一次小型整風會議上，固牆公社生產隊以上幹部

288人，被查出貪污多佔的有178人，佔總人數的62%dp。

客觀上，財務工作的不完善，也給基層幹部的貪污、多佔提供了方便。

1961年商水縣檢查組到固牆公社胡吉大隊檢查生產救災、疾病治療款項的使用

情況時，竟發現無從�手，只好半途而廢dq。

生活特殊化在基層幹部當中也很普遍。在糧食缺乏、饑荒蔓延的時候，智

王大隊18個生產隊以上幹部中有14人在夜ä加頓吃飯。後劉大隊的隊幹部每次

開完會議，總會拿出部分上面調下來的救濟糧，再摻點紅薯乾，供幹部們改善

生活。毛屯大隊第三生產隊隊長毛永順，聯合五個小隊幹部開小夥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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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糧食150多斤dr。有人編順口溜：「大隊幹部吃三斤，小隊幹部吃斤半，社

員吃四兩，還得加油幹。」ds

基層幹部使用權力的另一種方式是作威作福，隨意打罵、鬥爭社員。在

一次開社員會議的時候，後劉大隊副支書趙萬英讓社員對幹部提意見。起初社

員們都不敢提。後來在他的直接鼓勵下，有4個人提了批評意見。趙當場吊打

3人，謾罵1人。後劉副隊長趙清熟在1961年春吊打社員戚代良、戚釘等12人，

其中戚代良在三天內被打三次dt。

可怕的是，權力的濫用是被上級默許的（至少在當時並無明顯制止）。為了

完成徵購任務和各項指標，有些幹部甚至已經達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據統

計，在固牆人民公社全公社小隊幹部以上1,300人中，犯有違法亂紀錯誤的有

682人，比例高達52.46%。其中有逼死人命等嚴重違法亂紀的幹部209人，佔違

法亂紀幹部總數的30.65%ek。

在饑荒蔓延的情況下，糧食成了黑市上的緊俏商品。部分基層幹部不滿足

於填飽自己的肚子，還順便做起了投機生意。東拐大隊大隊長劉文增在社員每

天只能吃到六七兩的時候，把社員的口糧250斤加工成豆腐和「果子」（一種油炸

食品），並在黑市上賣出。張坡生產隊隊長張紹周殺了本隊兩隻豬、三隻羊，讓

兒子張學明拿到鄰近縣ä去賣。彭莊會計彭方成、保管員彭振周私自將350斤紅

薯以每斤三毛五的價格賣給豬場。豬場場長彭鳳林把這些紅薯蒸熟後，又以每

斤六角的價格賣給群眾el。

除了貪污多佔、生活特殊化、作威作福、做投機生意之外，有些基層幹部

還把權力的魔爪伸向婦女。固牆公社劉坡大隊三個隊長（一正二副）都有不正當

男女關係，其中一個隊長先後與六位婦女發生關係。劉婁生產隊劉鐵山，利用

誘騙辦法，十天內娶三個老婆。北陳大隊第三生產隊隊長劉鳳其起初企圖對一

女社員圖謀不軌，該婦女不從。後來劉說她生產消極，連續幾次不讓她吃飯，

基層幹部與群眾的地

位差異在於前者掌握

了後者的經濟命運。

基層幹部利用這些權

力形成了自己的支援

與庇護網路，但處於

這些庇護網路之外的

人，則只是表面上對

他們順從。圖為筆者

到固牆公社後劉大隊

實地採訪時與村民座

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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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該婦女不得不屈服。東拐大隊支書劉文貞，公開搶佔社員殷某之妻。劉每

次到殷家時，都公開讓殷某給他讓地方em。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認為這

是「把權利（力）壟斷在農村地方幹部手中的一個可怕後果。」en

很顯然，基層幹部與群眾的地位差異在於前者掌握了後者的經濟命運。其

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反右傾、反瞞產的發動，給了基層幹部遠遠超

出決定一位普通群眾經濟狀況的權力。基層幹部利用這些權力形成了自己的支

援與庇護網路eo，但處於這些庇護網路之外的人，則只是表面上對他們順從。因

此，一旦基層幹部失去了國家的庇護，他們會迅速遭到人們的質疑和反抗，最

終失去權力。

四　結 語

相對於河南信陽、安徽鳳陽等地，河南省商水縣在1959至1961年的饑荒中

人口死亡比例要小一點。正因如此，商水縣委、政府以及固牆公社黨委、政府

在處理饑荒所帶來的影響時所面臨的壓力也相應輕一些ep。這就使得基層幹部在

商水縣固牆人民公社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轉變更具有普遍的意義。

要探討基層幹部角色扮演及其轉換的直接原因，我們可以從四個角度來分

析：權力來源、代表利益、決策能力和利己傾向。而其中公社級幹部和大小隊

幹部的行為與特點是不同的，他們的最後命運也有差異。

從權力來源上來講，雖然基層幹部來自於基層，其權力要得到周圍群眾的

認可。但是從根本上來講，他們的權力的合法性在於黨和國家的承認eq。革命不

僅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而且賦予了他們權力。因此，不管是從心底還是從行為

上講，只要不至於遭到地方過份反對，他們也願意向黨表達自己的忠誠。相

反，要是他們不這樣做，就有隨時失掉權力的危險。基層幹部這種權力基礎上

的脆弱性，決定了他們在維護地方利益時的作用是有限的。

從代表利益上來講，基層幹部由於其出身和背景與地方群眾有�深厚的感

情和聯繫，特別是對於大小隊幹部而言，他們並未脫產，並且與群眾在同一個

食堂吃飯。群眾的生活水準，也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準er。因此，在面臨國家糧

食高額徵購的時候，他們會在可能的範圍內維護地方的利益。這與公社級幹部

是不同的。對於公社幹部而言，因為與地方群眾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他們對

地方利益的維護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責任心和道德規範，這種力量是脆弱的es。當

政治壓力逐漸加大（如反右傾期間），公社幹部就會逐漸失去原有立場，把壓力

轉移到大小隊幹部身上。

從決策能力上來講，與公社幹部相比，大小隊幹部的決策能力要弱得多。

當公社幹部把政治壓力轉移到大小隊幹部身上時，大小隊幹部面臨�兩種選

擇：順從或者抵抗。從當時的條件來看，積極地抵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是

完全順從又並非他們所願。因此，他們往往敷衍塞責或者消極抵抗。而當每次

批判鬥爭超過了他們所能忍受的範圍，或者是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時，他們

就會出賣一些本大隊或者小隊的利益，以此來換取上級的諒解。

當公社幹部把政治壓

力轉移到大小隊幹部

身上時，他們往往敷

衍塞責或者消極抵

抗。而當每次批判鬥

爭超過了他們所能忍

受的範圍，或者是直

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

時，他們就會出賣一

些本大隊或者小隊的

利益，以此來換取上

級的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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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這個「己」的範圍更廣，包括了他們的家屬、親友甚至家族et。基層權力缺乏

制約，為他們假公濟私提供了方便。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親友、家族「庇

護人」的角色fk。基層幹部本身多吃多佔，縱容家屬或親友搞投機生意，都是這

種利己傾向的表現。

從基層幹部角色扮演及轉換的深層結構上來講，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是一個

主要原因。在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整體社會環境中fl，基層幹部角色的轉換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黃宗智認為，共產革命導致傳統「第三領域」

大幅度的國家化fm。這一趨勢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達到頂峰fn。基層幹部

所在的「第三領域」是國家擴張與退縮的主要範圍。在1959年初，國家對基層的

控制已經有所鬆動，基層幹部已經能表現出他們「雙重身份」的某些特性。但是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及其後的反右傾運動逆轉了這一趨勢。通過政治批判（反

右傾運動），國家重新控制了基層幹部，或者至少讓他們消極順從。饑荒發生

時，基層幹部已無力照顧自己所負責的大小隊的利益。退而求其次，他們轉而

為自己謀取特權和私利。饑荒所造成的社會混亂和失序狀態逐漸為國家和社會

雙方都不能接受。國家開始從它已經擴張到的社會領域退縮，基層幹部重新回

歸到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域」。

這一回歸過程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的。國家必須為其行為找到合理的

解釋，才能緩解社會上的不滿和壓力。客觀上，基層幹部的所作所為在群眾中

已經引起了極大的仇視和不滿。這時，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基層幹部這一點

上達成了共識，最終的結果表現為國家為群眾「出氣、伸冤」fo。

對於曾經效忠於自己的各級幹部，為了保持政策連貫性以及穩定性，國家

對於其「犧牲」的範圍也是盡量縮小。相對於大小隊幹部而言，公社幹部即使在

國家退縮之後也基本上屬於國家的範圍。因此，公社幹部在饑荒的處理中得到

了國家政策更有力的保護。甚至是有些犯過錯誤的（比如蔡莊管理區負責人李

華運）也重新作為國家代理人的角色，參與到調解雙方矛盾的過程中fp。與之相

比，基層幹部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們屬於被「犧牲」的一群fq。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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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他們「雙重身

份」的某些特性。但

是廬山會議及其後的

反右傾運動逆轉了這

一趨勢，國家重新控

制基層幹部，或者至

少讓他們消極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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